
澳门的家庭治疗仍处在发
展的早期阶段，这样的社会工作
手法却由于澳门的特殊环境而
格外被需要。

大家都知道，博彩业是澳门
的经济支柱 ，2002 年，澳门特区
政府将博彩业向私人部门开放，
赌场数量激增的同时，促使了澳
门博彩业和经济的发展 。 赌场
24 小时营业， 为了维持赌场的
运营 ，就需要大量的雇员 ，澳门
人虽然知道赌博不好， 但是 37
万劳动人口中有 5.6 万名是赌
场雇员，换句话说每三个家庭中
就有一个家庭中有人在赌场工
作，这是一个矛盾。

伴随父母角色的缺位，就是

严重的青少年社会问题， 赌博、
吸毒 、边缘少年越发普遍 ，为了
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同类型
的咨询机构和培训中心纷纷建
立，并且开展起家庭治疗。

但是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
就是主动求助意识低。这里有一
些社会福利部门的调查数据，在
经 历 家 庭问 题 的 受 访 者 中 有
59.2%的人表示不会寻求帮助 ，
60%的受访者表示夫妻会由于
缺乏交流、财务问题以及父母教
养方式等出现家庭矛盾 ， 其中
76.21%的人选择自己解决这些
问题。 这些都表明，家庭治理的
推进在观念上需要进一步认同。
例如，澳门社工局防治药物依赖

厅自去年 6 月正式主理戒赌、戒
毒两大棘手问题 ， 去年推出了
“主动求助”系列活动，但单靠政
府、 数间机构的宣传力度有限，
未来政府也会通过资助计划，鼓
励民间团体开展宣传活动，强化
小区教育 ，教导居民 、小区服务
中心人员，如何快速分辨居民是
否赌博成瘾，并鼓励成瘾者及早
寻求专业社工辅导。

目前我们的家庭服务依赖
于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专家，他们
使用的语言大多是普通话和粤
语，而我们的语言环境构成却比
较复杂。 另外，目前缺少专业注
册和正规训练，人才的标准不够
专业。

家庭治疗指的是以家庭为
对象实施的团体心理治疗模
式， 其目标是协助家庭消除异
常、病态情况，以执行健康的家
庭功能。 家庭治疗的重心不是
家庭成员个人的内在心理构造
与状态分析， 而将焦点放在家
庭成员的互动与关系上； 从家
庭系统角度去解释个人的行为
与问题； 个人的改变有赖于家
庭整体的改变。

这是一种起源于西方的工
作手法，被应用在社会工作、心
理治疗、行为矫正等过程当中。

“有关家庭治疗的出版数
目， 在 2000 年之后数量激增，
但是其中出自社会工作者的著
作可以说凤毛麟角。 ”香港理工
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博士沈文
伟介绍，他发现，1989 年至 1999
年之间， 有关家庭治疗的出版
文献是 49 篇，2000 年至 2006
年却有 149 篇， 但是心理学及
教育学的学者表现极为活跃。
在为数不多的社会工作领域，
也没有人探索西方家庭治疗模
式是否适用于中国， 更没有中
国特色的家庭治疗出现， 极少
探讨有关性别、 专业反思和治

疗过程的记录。 这些都表示，彼
时中国的家庭社会工作仍然处
在萌芽阶段。

在 2007 年之后，家庭治疗
在中国有了快速成长。 但是今
天，家庭治疗在社会工作当中
的应用和发展也遇到了很多
困难和挑战，有很多是其他国
家地区共有的，也有一些是中
国特有的。 沈文伟表示，首先
社会工作当中，家庭和个案的
解决不能不考虑社会政策、社
会现象等外界大环境对于个
体和家庭的冲击和影响，也就
是说，个人、家庭、小区、社会
等都会影响着家庭系统，家庭
社会工作者也应该特别注意
在引入外来家庭理论时候的
本土化，要意识到中国家庭的
特别需要。

2014 年 5 月 29 日至 31
日， 在由林护社会工作培训和
发展基金主办的第三届林护杰
出社会工作奖颁奖典礼暨社会
工作专题研讨会上， 来自中国
大陆及港澳台、 新加坡等国家
和地区的社会工作专家就家庭
治疗在全球各地社会工作中的
应用和发展展开了研讨。

■ 本报记者 闫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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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治疗的他山之石

在新加坡，家庭治疗不是一
种职业，尽管有些专业人士可能
已有一个家庭治疗的硕士学位，
但他们很少被称为 “家庭治疗
师”， 这也不意味着他们不从事
家庭治疗方面的工作。许多社会
工作者 、心理咨询师 ，当他们面
对形形色色的边缘群体时，仍然
会选择运用家庭治疗的知识和
技巧。

家庭治疗在新加坡的发展
有四个困难和挑战，这四大困难
我们至今仍在克服。第一就是受
西方的影响很严重，缺少本土化
的特色和方式。多数家庭治疗师
或采用家庭治疗模式工作的社
会工作者，他们接受的培训内容
和方法还是西方引进来的模式，
当然也会有人问：东方和西方的
工作方法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其
实是体现在我们工作时候的细
节当中的，是很不一样的。 比如
西方社会工作中很注重语言的
互动 、激励引起改变等 ，而在新
加坡 ， 如果我用语言跟对方互

动、对他们提问或讲些什么道理
故事的时候，案主就会直接问我
“你讲这些有什么用， 我想看行
动”，说明他们想得很实际。

第二个就是家庭治疗的介
入大多数是社工来做，社工占了
绝对主导的位置，很少有心理医
生或类似专业人员的介入。在新
加坡，实际情况就是社工什么都
要做 、从头跟到尾 、工作范围很
广的 ，但这是不太合理的 ，当某
一领域需要深入介入时，社工的
专业度可能不够了，那么社工应
当引入更多更专业的人才资源
来，比如医生、心理咨询师，而不
是一个人管所有事，这方面的配
套支持和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

第三个挑战就是缺少资深
督导。 新加坡是一个很年轻的国
家， 明年要庆祝我们建国 50 周
年，所以如果在一个研讨会上问
下面的专家， 你们有谁有二十
年、三十年的工作经验 ，其实是
几乎没有的，所以经验丰富的督
导是很急缺的人才。

最后一个是缺乏正规的专
业培训 ，在新加坡 ，至今也只有
一个中心专注做家庭治疗的相
关培训。

目前，在新加坡随着家庭服
务中心数目增加，也给家庭治疗
更多的机会去进行实践 ， 在婚
姻 、儿童保护等方面 ，家庭治疗
的推进力度比较大。 与十年前相
比，硕士程度的海外培训资金在
增加，所以我们也增加了与各地
的交流 ， 治疗师的数目也在增
加。

未来的一段时间，我的建议
是首先需要开发一些适合当地
文化的家庭治疗方式，通过研究
和建立档案等方式，让政府知道
资金应该投入到哪里才是最有
效的，也希望当地大学开办家庭
治疗硕士学位，而不是单纯依赖
海外项目 ，另外 ，就是需要发展
临床督导系统以支持治疗师不
断学习成长，否则所有的正规培
训结果都可能付诸东流。

有很多人在怀疑，“家庭治
疗”这个方式最早是从西方发展
过来的，那么这种方式适合我们
吗？我的一位朋友是台湾精神科
医师，他在工作时候就发现医院
里很多精神科的病人，如果你仔
细听他们说的话，他们其实在抱
怨孩子功课、 家人工作等等，都
是跟家庭有关的话题。

通过临床研究发现 ， 医院
当中的忧郁症患者、 儿童的多
动症或者青少年在学校中打
架、 逃学等这些看似个人的行
为， 其实他们的问题都跟家庭
有着密切关系。 西方人更倾向
于将出现的问题定义为个人内
在的困难， 而我们东方人常以
周围人际系统来呈现困扰。

早在 1969 年的台大医院精
神部， 陈珠璋医师没有像以往
那样看病时把家属请出去在外
面等待， 而是选择让家属一起
参与到治疗当中， 这是最早的
家庭治疗在台湾的尝试。

目前，不管在医院、社区、社
会机构或学校里面，专业人员都
有机会和家庭一起工作。比如很
多医院都会设立家庭门诊，有家
庭治疗专业的社工师、医师专门
提供为家庭整体的服务；社工机
构更是如此，不管社会工作者服
务的对象是儿童、残疾人还是别
的弱势群体，一旦发现案主背后
潜在的是家庭整体的问题，都会
采取家庭治疗的手段。

在一些学校当中 ， 老师发
现了孩子身上有一些问题 ，当
他打电话给家长时候， 一下子

就明白了孩子的问题根源 ，或
者孩子和家长的行为方式简直
如出一辙， 但是老师也会有顾
虑， 我们作为学校一方该不该
去管人家家里的事情呢 ？ 那么
有经验的学校和老师就会 发
现， 如果你不去处理家庭的问
题、不和家长合作，那么孩子在
学校的那块问题根本不能 消
除， 或者在学校里好不容易把
孩子教好了， 一回家就会出现
反复。

现在继续推进家庭治疗也
会有困难， 受到传统文化的影
响， 需要帮助的人往往不会主
动求助， 通常都是自己想一些
办法， 他们能走进家庭治疗师
的办公室说明已经在他的问题
中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式了 ，
已经耽误了很久了 ， 问题也会
变得更复杂。 还有就是家庭成
员的认识不统一， 比如有位妈
妈打电话求助， 当我说让你们
一家都来我这里的时候 ， 她就
说其实是背着孩子父亲打的电
话， 也就是说还有很多人对于
治疗有认识障碍。

对于治疗师来讲 ， 要经历
一个文化转换， 怎么把在外面
学习到的知识技能转化为适用
于本土文化的方法 ， 而不是偏
重理论和技巧的套用 。 治疗师
对治疗过程的理解过于理论 ，
以特定的概念框架来解读家庭
困扰， 容易对临床过程中出现
的其他重要细节失去敏感度 ，
治疗师也容易遵循既定步骤 ，
难以达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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